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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军

从“极右”到“极左”：“四人帮”性质的确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

人帮”性质的认识和确认经历了从“极右”到“极左”
的显著转变。 正如思想史的转换大都表现为鲜明的

渐进性而非突变性一样，对“四人帮”性质的定位也

经历了复杂而丰富的认识过程。 目前党史学界对这

一转变的具体历程大都语焉不详。 本文拟通过对大

量历史材料的梳理与解读， 重构并诠释这一拨乱反

正时期重要的思想史事件， 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在此

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展现一代知识分子在

历史变迁大潮中的意义与价值。

一

粉碎“四人帮”后，新的中央领导人迅速将其路

线确定为“极右”，“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

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他们的路线，右得不

能再右了”①，并从 12 个方面加以论证和解释，从而
成为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重要指导原则和主要

目标。 此后，官方报刊连篇累牍地从批判“‘四人帮’
篡党夺权” 的主观动机、“反革命的罪恶历史” 及其

“阶级本性”、“腐朽生活”和“反革命政治纲领”等方

面，强化论证“四人帮”是“极右派”。 知识分子除配合

这些方面的揭批外，还基于文化界的具体情况，着重

从“四人帮”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两

个估计”、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艺黑线

专政”论、妄图打倒一切传统文化遗产的思想以及以

“儒法斗争史”为中心内容的影射史学等方面，论述

了“四人帮”路线的“极右”性质。 这种界定极大地加

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极右实质”的
传统意识形态理念。
将“四人帮”的性质确定为“极右”，与当时中央主

要领导人力图维持和延续“文化大革命”路线以及“要

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的政治策略紧密联系在

一起，主要表现出“左”的思想的惯性延承。 它在肯定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语境和“两个凡是”的观念架构

中展开其内在逻辑，不仅继承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几

乎所有的政治批判话语、方式和内容，在思维模式和

语言结构上均保留着浓厚的“革命大批判”色彩，而且

以很多未经确证乃至完全错误的史实和证据来刚性

地比附预设的政治结论和教条，极大地模糊和迟滞了

对于历史真相和因由的真正探究与反思，典型地再现

了极左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征。 事实上，对“四人帮”
所谓“极右”性质的批判，与“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林彪

集团“极右”性质的批判，不仅具有形式上的雷同，而

且在精神实质上也极为相似，在一个特殊的问题领域

里强化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力，导致对一系列重大历史

问题仍然维持了以往的错误结论和认识，使拨乱反正

呈现极大的自我矛盾性和不彻底性。
将“四人帮”的性质认定为“极右”，只是孤立地

描述出这一政治势力背后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抽象

特征， 缺乏足够的事实经验和严谨的逻辑规范的有

效支持。这种批判无论在复杂的理论层面还是单纯的

宣传实践，都会引发一些实际困难。 因此，与“极右”性

质的认识相联系， 当时政界和理论界也明确意识到

“四人帮”至少具有“‘左派’的‘空壳’”②，“‘左派’伪

装和极右实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③。 到

1977年底，思想理论界开始批判“四人帮”具有“凡事
‘左’三分”的倾向，④并注意到“左”与右的路线具有

同样的危害性，提醒人们要“看到‘左’倾与‘四人帮’
的假左有一定的联系”，主张恢复既反右又反“左”的

原则。 ⑤部分民间思想者则更早地明确指出，“四人

帮”在认识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对象、动力和方法等

方面呈现明显的“左”倾特征，因此“当前我们应该反

对、应该批判、应该清算的是‘左’倾路线，是极‘左’
路线，当前主要危险是‘左’倾危险，应该抓住极‘左’

实质进行批判，进行清算。 ”⑥可惜这些对“四人帮”
性质的新思想和新认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未得

到广泛的关注、呼应和伸张，但这种批判的悄然转向

在 1978年得到了加强和延伸。

二

进入 1978 年后，在坚持“四人帮”性质为“极右”
的认识前提下，政界和理论界将批判重点转向“四人

帮”的所谓“假左真右”。 同年 2 月底，华国锋在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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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 在表现形式

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必须彻底“揭

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 ”这对于进一步

定位和批判“四人帮”的性质无疑具有较强的统摄性

和指导性，思想理论界由此普遍将“四人帮”的“极

左”作为“极右实质”的“表现形式”或“策略手段”来

加以认识，“既揭它的实质，又批它的极左表现”，“这

种极左正是极右实质的表现， 正是达到极右目的的

手段”⑦。 研究者还将“假左真右”视为“四人帮”“反

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显著特征，并着重探讨和批判

了“假左真右”的哲学基础。 他们指出，“四人帮”的反

动言行全部以 “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和极端猖獗

的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⑧，他们打着

“反对机械唯物论”的旗号，极力夸大主观能动性，颠

倒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大肆宣扬主观唯心论，自我膨

胀至极点，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切为“我”而存在，

把“我”的意志视为世界的主宰，奉行“一切根据需

要”、“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具有很强的

欺骗性。 应该承认，通过对“四人帮”哲学基础的探

究，为以后正确理解“四人帮”路线的性质提供了一

种独特的审视维度。
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将“四人帮”“假左真右”

路线的形成缘由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中根深蒂固

的“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等思维及其卵翼下

盛行的极左思潮，认为修正主义分为“左”和右两种，

“左” 的修正主义比右的修正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

性，危害更大，流毒尤甚。 因此有研究者主张对“假左

真右”的批判要落实到对极左的批判，并敏锐地意识

到批判极左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队伍中

还有一部分同志，至今没有从极‘左’的精神枷锁中

解放出来，心有余毒，心有余悸，前怕狼，后怕虎，因

而对拨乱反正的措施认识不清，执行不坚决”⑨，“不

批他们的极‘左’，就不能拨乱反正”⑩。 思想理论界

普遍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及其给社

会主义建设带来的空前灾难， 以及他们关于反修只

能反右不能反“左”的谬论，总结和概括出“四人帮”
极左行为的具体实例和表现， 主张要持续深入地清

算“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才是

真正要革命的表现”輥輯訛。 在此期间，研究者指出“四人

帮”修正主义路线还具有浓厚的“左”倾教条主义特

征， 主张联系林彪集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

来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行为，并开始初步勾勒自反

右派斗争以来逐步发展的极左思潮的历史轮廓。 所

有这些对“四人帮”极左属性的思想认识，尽管服膺

于“极右实质”的大框架，但毕竟已逐步接近“四人

帮”的真正性质，不啻为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此外， 在逐步启动的拨乱反正进程和愈日泛起

的思想解放潮流的促动下，“四人帮” 的封建主义性

也被逐步揭示出来。 輥輰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一文即指出，“四人帮”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设置

了诸多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我们要敢于触及，敢于

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

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

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1978 年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
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民主和法制》，再次明确地将

“四人帮”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从‘四人

帮’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的阴魂”，“在

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

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 ”对“四人帮”封建主义

性质的发现和确认，不仅比所谓“极右”和“假左真

右”的认识深刻得多，并且触及中共党史中某些带有

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 它不仅关涉对“文化大革命”

的性质认定和历史定位， 而且也决定了 “文化大革

命” 结束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相应的意

识形态话语，因为“新时期”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

便来源于将 “文化大革命” 等同于 “封建主义 （复

辟）”，进而将自身确定为重新“反封建”并与五四新

文化运动乃至西方启蒙运动发生文化承继性关联的

新的历史时期，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的确定显然

具有关键节点的重要意义。

由上可见，1978 年在理解“四人帮”的性质问题
上呈现多种思路，其中既批判“假左真右”又着重批

判极左思潮的矛盾样态， 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

在认知“左”与右的关系问题上的徘徊与惶惑。 在此

其间渐次形成的一种比较清晰的反“左”取向，在某

种程度上彰显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

基本批判意向， 亦反映了拨乱反正进程的愈日深入

以及 1978 年在拨乱反正史中的特殊性，为次年最终
确定“四人帮”的极左性质铺垫了基础。

三

经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多时间的思

想积累， 在 1979年全面拨乱反正及其带来的民主与
自由的政治社会环境的促动下，思想文化界对“四人

帮”性质的认识迅速发生了变化。 1979年 1月 23日，
《光明日报》发表金汶《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恶意

推行的“左”倾路线》。 文章明确指出，应当用实践标准

判别路线是非及其归属，“右倾”和“假左”都不是对林

彪、“四人帮”性质的科学概括，“左”倾才是林彪、“四

人帮”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这篇文章产

生了很大影响， 很多读者认为切中了林彪、“四人帮”

路线的要害，“解决了人们普遍关心的大问题”輥輱訛。 同

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显扬、王贵秀《论林
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一文，进一步指出：将“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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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路线的性质错定为“极右”和“假左真右”的原因，

就在于没有明晰地区划作为政治派别的“左”右和作

为政治路线的“左”右，将错误路线同提出错误路线的

政治派别的动机和错误路线产生的恶果混为一谈，甚

至将错误路线等同于反革命阴谋活动。

在此前后，“四人帮”的性质被迅速明确为“极左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或“极左的政治路线”，对极左思

潮的批判旋即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和主流话

语。知识分子从思想、政治、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

揭露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表现和危害，如再次批判了

“四人帮”在教育领域推行的以“两个估计”和由此派生

出来的诸多谬论为内容的极左路线輥輲訛；着重揭露了“四

人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史学大肆歪曲和篡改历

史，“缺乏起码的史德”，力主进一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

来面目，把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同时批判肃清‘四

人帮’极左路线在史学界的一些流毒”輥輳訛；等等。 有研究

者深入概括了极左路线的特征：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超越客观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过

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全盘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绝对

化思维模式、颠倒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形式主义泛滥

等。 輥輴訛还有思想者就极左路线的性质属性明确指出，极
左路线是党内的错误路线， 是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

矛盾，其本质不是对抗的阶级斗争，只能用民主的、讨论

说理的方法来处理。 輥輵訛以此为契机，思想理论界在回顾
新中国 30年历史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构建和反思中共
党史上延绵不断的极左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文化谱系。

在此期间，部分思想者进一步指出，“四人帮”极

左路线极端夸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随心所欲地

改造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 貌似比一切社会主义更

加“革命”，其本质是陷绝大多数人民于普遍贫困的

假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 就是马克

思主义”，因此我们要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划清界

限，就必须坚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准则的同

时，突破长期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僵化认识，

“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避免大的挫折， 少走大的弯

路”，“我们已经耽误了多年宝贵的时光，不能再耽误

了。 然而要想不耽误时间，就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

办事，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輥輶訛这些思想实际
上已经触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等重大问题，促进了当时整个思想理论界“回到马克

思去”思潮的泛起。
在此基础上，思想文化界还普遍认为，极左思潮

泛滥并形成极左路线的根本社会历史根源， 便在于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文化未得以彻底清算， 极左

思潮与封建主义的关系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有研

究者撰文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本质是一种封建专

制主义的再版，他们的“理想国”是靠小生产作为经

济基础、闭关锁国作为条件、“社会主义”作为门面的

封建法西斯专制王国， 如此反动的社会专制主义与

我国落后的经济、 文化和顽固的封建残余思想密切

相关，“今天，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社会专制主

义，如果不彻底根除它的思想源流和经济基础，那么

遇到适宜的气候，还会长出新的毒瘤。 ”輥輷訛这一分析
深刻地沟通了极左思想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内在联

系。 輦輮訛这种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质的确认和批判，
有效地打破了从“极右”到“极左”这样近似于二元对

立的认知模式，有利于深入理解“四人帮”性质乃至

当代中国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同时，将极左与封建

主义置放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下加以统合式

的批判，既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意识，也猛烈批

判极左政治运动中盛行的对个人意志的非理性专

断，有助于呼吁重塑人的自由和解放，积极拓扬科学

精神和民主原则。 这些文化信念的形成不仅使“反封

建”成为一个全民性口号，更为 20 世纪 80 年代升华
成“新启蒙时代”提供了认识前提，为新的现代性追

求确立了奋斗目标和价值规范。

综上所述，1979 年对“四人帮”极左性质的确认
和批判，从历史肌理上触及极端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

层面，初步消解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带来了对

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意义深远的修正和

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对毛泽东刚刚逝世之后的

中国政治环境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已在许多方面

发展成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加以净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輦輯訛。 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迅速上升

为主流话语， 成为拨乱反正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与文

化生态，为改塑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9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重要且关键的历
史地位和文化意义，“79 年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
跃的一年，极左思想、极左理论已经风雨飘摇，没有

多少市场了”輦輰訛。

四

在“四人帮”性质认定问题上的观念演变和思想

论争， 实质上表征着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势力在关于

中国未来发展之理论基础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这种

对于历史的不同阐释及其力量的消长在一定程度上

将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底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尽管政治高层一度掌控着对“四人帮”所谓“极右”性

质的解释权， 但敏锐的知识分子发现了其间存在的

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和症结， 开始逐步发现和批判

“四人帮”的“左”倾路线，并于 1979 年最终完成了对
“四人帮”极左性质的确认。 而对“四人帮”封建主义

性质的论述与批判更是一脉相承，始终未曾断裂。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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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对极左思潮的持续批判的基础上， 知识分子形

成了具有相对一致立场的文化群体， 开启了批判蒙

昧思潮和张扬现代理性的又一次启蒙运动。 可见，尽

管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知识分子群体在

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尤其在政策制订方面的作用并

不十分昭显，但至少在“四人帮”极左性质的发现和

确认这一历史事件中， 知识分子的确表现出特有的

探索精神和质疑勇气。 他们在打破僵化思想禁锢和

冲决文化禁区的同时， 渐次突破和摈弃了长期在一

体化思想环境中养成的思维模式， 为推动拨乱反正

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独特的文化贡献。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价值就在于，
面临巨大的时代变迁潮流， 即使他们不能迅速改变

政治高层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意愿和价值预设， 那么

他们也应该尽量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质疑那些被

设定为不言自明的所谓“公理”，重新审查规则和制

度的普适性，修正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提出属于

自我的价值判断和问题意识， 并积极参与新的政治

共识的塑造和发展， 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及

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知识分子很

显然应该“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应该“全

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

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或传统者

的说法或作法”輦輱訛。 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野来看，在

政治势能的强大力量和社会局势的驳杂纷扰面前，

知识分子应在坚守主体性的前提下， 培育和拓展更

为复杂的理论运思能力、 更为敏锐的现实把握能力

和更为优异的历史洞见能力。 同时，知识分子也必须

秉承和彰显共同的价值准则与超越意志， 否则便永

远只能依从某些预设完备的外在标准而随风摇摆。
总之，知识分子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知识专业领域，来

思考这个世界更加广泛的架构和更加宏远的脉络，

“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

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輦輲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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